
幼兒教保研究期刊 2016 第 16 期  1 
 

 

鄭鈞元                             

高苑科技大學 

 

摘 要 

 
由於現有的創意教學表現的研究大多採用單一層次的分析邏輯，且多專注在個體層次的分析。

但有鑑於個體屬於組織內部，使其資料具有鑲嵌的特性，將有違樣本獨立性假定。因此，       

本研究將採多層次分析設計，在兼顧幼兒園組織層次因素（主觀幸福感）與教保服務人員個體

層次因素（工作動機）下，了解影響教保服務人員創意教學表現的因素。本研究採立意抽樣     

方式，從 135 間私立幼兒園中回收有效問卷 395 份。接著使用階層線性模式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動機會正向影響其創意教學表現，主觀幸福感亦會正向    

影響創意教學表現，且主觀幸福感則在工作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行為之間扮演著調節的角色。

針對上述結果，本研究提出相關的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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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出生率」是影響私立幼兒園經營因素中其中一項重要的元素，在面對少子化效應漸劇，

加上偏鄉地區人口外移等變遷，「生源」儼然已是幼兒園存活的關鍵（段慧瑩、馬祖琳，2013）。

另外，政府在2012年正式啟動幼托整合政策後，為能落實《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中教保服務     

平價、普及、近便性之精神，陸續廣設公立幼兒園及發展多元模式公私協力幼兒園、友善園、

非營利幼兒園等，導致私立幼兒園經營者大嘆：希望政府給私幼一條生路（張存薇，2014）。     

因此，私立幼兒園在面對如此環境劇變之競爭壓力下，如何超越對手、持續領先，唯有不斷的

突破與創新（蔡純姿，2007）。然而，個人創造力是促進組織創新的原動力，不僅能呈現新穎而

不尋常的構想，且能展現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專業知識或能力的基礎上，可用特別的方式來    

解決困境（Sternberg & Lubart, 1991）。就此而言，私立幼兒園的教保服務人員是否具有創意    

教學表現，將決定該幼兒園是否具有創新力及競爭力。甚至有學者也提出幼兒時期是創造力   

發展的重要關鍵期（鄭博真，2011；簡楚瑛、陳淑芳、黃譯瑩，2001），加上現今社會家庭型態

以雙薪家庭居多，大多數孩子都提早進入幼兒托育機構，因此，教保服務人員便長時間與幼兒

互動接觸，在幼兒創造力發展過程中，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換言之，私立幼兒園之教保

服務人員的創意教學表現對於幼兒園競爭力的提升及幼兒創造力發展是相當重要的。 

從組織的觀點而言，影響組織員工創造力的因素為何？綜觀過去相關研究發現，初期大多

著重於個人化觀點，將創造力視為是個人一種心智作用的過程，其中涉及了個人的人格特質

（Csikszentmihalyi, 1990; Gardner, 1995）、知識與能力（Amabile, 1988; Sternberg & Lubart, 1995）、

動機（Amabile, 1988、1996）及自我效能（Houghton & DiLiello, 2010; Mathisen, 2011; Seo, Chae 

& Lee,2014; Tierney & Farmer, 2011;）。然而許多心理學家也開始注意到僅以個體為單位來解釋

創造力是明顯不足的，因為個人創造力的孕育、促進或抑制，也須從個人內在與外在環境等因

素的交互作用來研究創造力，方能對創造力有較完整的認識（Amabile, 1996; Csikszentmihalyi, 

1996; Feldhusen & Goh, 1995; Gardner, 1993; Sternberg & Lubart, 1995）。由此可知，創造力的研

究取向，已由過去只討論創造力的單一或部分向度轉變成兼顧個人層次與    環境層次等各種

相關因素的「匯合取向」（confluence approach）觀點（Sternberg & Lubar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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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有關在幼教場域中「創造力教育」議題的研究文獻，在研究目的或議題的陳述上，     

多以探究幼教師之人格特質單一面向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而已（鄭博真，2011、2013；羅巧玲、

魏美惠；2013；Cheung & Leung, 2014），鮮少發現隨著創造力教育的啟動而探討影響教保服務

人員創意教學表現的匯合取向觀點的研究。因此，當本研究欲探討影響教保服務人員創意教學

表現相關因素時，主要的獨特貢獻將跳脫過去僅以單一面向探討與創意教學表現的相關性，    

希冀以教保服務人員的內在因素及其對幼兒園的工作環境、文化因素等外在環境因素的體驗，

來思考教保服務人員的創意教學表現。  

此外，由於現有的創意教學表現的研究大多採用單一層次的分析邏輯，且多專注在個體    

層次的分析（陳玉樹、胡夢鯨，2008）。但有鑑於個體屬於組織內部，使其資料具有鑲嵌的特性，

若仍只用傳統單一層次的觀點進行分析，將有違樣本獨立性假定，此時則須利用多層次模式的

統計方法，以避免造成錯誤的統計結論（Luke, 2004）。因此，本研究將採多層次分析設計，      

在兼顧幼兒園組織層次因素與教保員及幼教師個體層次因素下，了解影響教保服務人員創意   

教學表現的因素。首先，就個體層次而言，Amabile（1996）曾以社會心理學為基礎提出創造力

的三元素成分模式，包括領域相關技能（ domain-relevant skills ）、創造力相關技能

（creativity-relevant skills）及工作動機（task motivation），其中工作動機被認為是決定個人創造

力行為表現優劣的關鍵因素。此外，Sternberg 與 Lubart（1995）、Csikszentmihalyi（1996）也

都強調動機是促動個體從事創意行為與持續創意行為的重要動力。就此而言，本研究將以     

「工作動機」作為教保服務人員個體層次在創意教學表現的解釋變項。 

其次，與創造力有關的另一重要解釋變項便是「主觀幸福感」（McLellan, Galton, Steward, & 

Page, 2012; Tamannaeifar & Motaghedifard, 2014）。Sternberg（1988）曾提出，當個體擁有積極的

情緒、對生活感到滿意與幸福時，將對其創造性思維有所助益。許多研究也表明，快樂的情緒

可以讓一個人的思維更加靈活，並比旁人在對外界環境的關注上更加敏銳，而使其有更多的    

創意表現（Carr, 2011; Gasper, 2003）。而主觀幸福感是個體對其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與所感受到

正、負向情緒所匯集而成的產物（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這樣的定義，根據相關    

研究的指出，由於西方國家之文化較講求個人主義，故常以個人層次觀點看待主觀幸福感；    

反之，在亞洲國家的文化中，則較重視群體規範，故常以組織層次的觀點看待之（Ng, Ho,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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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 2003; Seo et al., 2014）。雖是如此，但綜觀國內的相關研究，未曾述及將主觀幸福感    

視為影響創造力表現為一種組織因素。據此，本研究另一貢獻，便是將教保服務人員之主觀    

幸福感視為影響創造力教學表現的組織層次因素，進而探討教保服務人員之主觀幸福感   

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期待以本研究結果，做為未來幼兒園經營管理的參考。 

最後，由於調節效果（moderation effect）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一直是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溫福星、邱皓政，2009），且調節效果可以視為一種「視狀況而定」的效果（溫福星，2012）。

而在組織研究中，個體因鑲嵌於組織中，所以在組織內的組織成員雖擁有共享的組織文化或   

組織氣氛，但其所體驗的主觀幸福感內容很可能有所差異，而這種差異的現象就是一種「視    

狀況而定」的調節現象。因此，本研究欲利用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進行跨層次的分析以檢驗以下三個問題： 

一、教保服務人員之工作動機是否對其創意教學表現具有直接影響效果？ 

二、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園之主觀幸福感是否對其創意教學表現具有直接影響效果？ 

三、主觀幸福感是否會對教保服務人員之工作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的關係產生調節效果？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推導 

一、工作動機（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 

回顧工作動機相關理論，很大一部分是來自認知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領域所發展的理論對

人類工作行為動機的探討，例如 Maslow 的需求論、Herzberg 的雙因子論、Heckman 與 Oldham

的工作特性論等等，但就這些理論對工作產出（output）的解釋力而言卻大多低於 20％（Selden 

& Brewer, 2000）。而若以近年來許多學者（Amabile, 1996; Csikszentmihalyi, 1996, Sternberg & 

Lubart, 1995）對創造力的研究多強調以「創造性產品」之新穎性、價值性、適當性來做為評斷

該產品是否具有創造性來看，過去這些理論將無法有效作為本研究用來解釋教保服務人員創意

教學表現的依據。反觀 Amabile（1996）的創造力理論則從「產品」的角度認為創造力是某項     

產品或反應的品質，也是個人創造歷程的結果。加上根據學者（林偉文，2006；吳清山，2002）

將「創意教學」界定為教師根據其創造力所發展出的一套新奇有用的教學方式，本研究則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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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教保服務人員的「創意教學表現」定義為一種將創造力外展於教學活動上使其具有新穎性、

價值性且適當性的行為結果。Amabile 更進一步探討影響個人創造力的核心要素後，發現工作

動機是驅動個人創造力的重要因素。基於此，本研究將以 Amabile（1996）的創造力理論為依據，

推敲工作動機對教保服務人員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 

長期以來，大多數在探討創造力與動機的研究中，常將動機分為內在動機（隱性）與外在

動機（顯性）（Putwain, Kearsley, & Symes, 2012），而 Amabile（1996）則更進一步將工作動機     

界定為由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所組成，其中「內在動機」是個體將工作本身視為有趣、令人     

享受且具挑戰性的活動。在 Amabile 的相關研究中（Amabile, 1993；Amabile, Hill, Hennessey, & 

Tighe, 1994）可以發現，較偏向內在動機的人有助於創造力的表現。其他如 Sternberg 與 Lubart

（1999）的創造力投資理論中，亦將內在動機列為創造力所需的六大資源之一。而在國內，     

亦有許多實證研究顯示內在動機是有利於創造力表現的（林偉文，2002；陳玉樹、胡夢鯨，2008；

陳雪芳，2010；蕭佳純，2011a、2011b）。從上述之種種研究顯示，內在動機可以正向地解釋      

組織成員的創造力表現。 

另外，Amabile 所言之「外在動機」則是指個體之積極投入工作，主要在於獲得獎勵、      

贏得肯定及取得外在認可。但早期 Amabile 等人（1994）在研究外在動機和創造力之間的關係

時，卻發現外在動機則會負向地影響創意表現。雖是如此，亦有許多研究支持外在動機仍是     

創造力的來源之一（Csikszentmihalyi, 1996）。所以近年來對外在動機的研究便逐漸開始修正，

認為外在動機只會逐漸損失內在動機而導致創造力消失（蕭佳純，2011b）。例如，Gagne 與 Deci

（2005）便指出，外在動機只要不損害個體的自決感（self-determination），便不會損其創意     

表現。甚至 Amabile 亦對外在動機對創造力的影響提出修正，認為外在動機不一定會有害內在

動機，假設增強個體外在動機的外在因素，例如獎賞、認同及回饋等，與內在動機結合，則      

內在動機可能會與外在動機產生交乘效應，而此效應將會大大提升個體的創意表現（Amabile, 

1996）。但綜覽國內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除部分研究同時探討外在動機與內在動機對創意教學

表現的影響外，大多數研究仍只探討內在動機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甚至在幼教領域中，同時

探討二者之研究更是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在教保服務人員個體層次上綜合討論內在動機與

外在動機與創意表現之關係，進而提出本研究假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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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教保服務人員之工作動機對其創意教學表現具有正面影響。 

 

二、主觀幸福感（組織層次解釋變項）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 

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現代心理學中最具吸引力的領域之一

（Tamannaeifar & Motaghedifard, 2014），尤其在近十年來，無論是將其視為正向積極心理學     

領域、個人認知領域或是一種對整體社會的評價，許多研究紛紛指出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性（Diener 

& Seligman, 2004;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Snyder & Lopez, 2002）。而最早提出主觀   

幸福感的概念時，主要是個人針對其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其中包括社會、心理和情感     

互動的品質）的評估（George, 2000）和提供個人一種成長的平衡，以利個人順利地發展他的    

才華（Peyvastegar, Dastjerdi, & Dehshiri, 2010）。其中便有四個理論依此觀點用來說明主觀幸福

感的意涵（Wang, Shang, & Xu, 2011）：1.絕對理論：主觀幸福感隨絕對收入增加而上升；2.相對

理論：個人對生活滿意度的感知決定於相對收入的覺察；3.順應理論：個人面對事件將採積極

或消極的反應，也將影響著對其生活滿意度感知的重要因素；4.期望理論：個人對其生活的    

滿意程度的感知取決於他對其生活品質的總期望程度，亦即，若對生活滿意程度期望愈高，    

但實際生活滿意程度低，則將降低了其幸福感。而這也意謂著，持此觀點的學者們認為主觀    

幸福感涵蓋了認知與情緒二個元素（Tamannaeifar & Motaghedifard, 2014）。具體來說，認知元素

代表著個人對生活滿意程度的評估；情緒元素則代表著對個人對生活滿意程度的評估會反應在

情感的表達上，其中包括正向情感與負向情感（Diener, 1984; Eid & Larson, 2008）。Diener, 

Emmons, Larsen, 與 Griffin（1985）所發展的生活滿意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便是

最典型且具代表性地用來詢問受試者評估其生活狀況後所感到快樂、滿足的程度為何。 

然而，隨著正向心理學家們發展出有別於傳統對主觀幸福感的看法，認為幸福不僅只是為

獲得快樂或只侷限在正向感受而已，還應能發揮自身的潛能而達到完美的體驗，他們亦將此    

體驗稱之為「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Ryff, 1995; Ryff & Keyes,1995）。此外，

Keyes（1998）曾表示個人不可能逃脫整個社會而獨立，因此，認為主觀幸福感的層次尚須包含

對社會的挑戰和任務進而擴充了「社會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的概念，強調以公眾與社會

準則來評量自我在生活的機能（Keyes, 2002、2005; Keyes & Waterman, 2003）。Keyes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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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n（2003）更進一步將傳統強調認知與情緒取向的主觀幸福感視為「情緒幸福感」

（emotional well-being）。由於本研究認為 Keyes 與 Waterman（2003）之理論建構最為完整，

且在後續的相關實徵研究中，也證實了上述各主觀幸福感的概念，確實是屬於實徵上存在關聯

但概念分屬不同向度的結構（Keyes, 2002、2005; Ryff, 1995; Ryff & Keyes,1995）。另外，在綜觀

國內有關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後發現，鮮少以幼教場域予以探討的。因此，本研究擬以此三個    

構面為基礎，進行教保服務人員主觀幸福感之調查，而這三個面向所代表的意涵：「情緒幸福感」

是指由個體對自我生活中情緒狀態的覺知與評估，即對生活的滿意程度與感受到的正、負向    

情緒強度；「心理幸福感」是指探討個體內在所反應出自我心理調適與對生活宏觀的知覺；    

「社會幸福感」則是透過公眾和社會準則來評量自我在生活中的機能（Keyes & Waterman, 

2003）。 

由於許多研究顯示，快樂的心情可以強化靈活的思考能力以簡化解決問題的方法（Gasper, 

2003），積極的情緒也會拓展了個人的注意力，亦能意識到更廣泛的事物，使其在創意表現上   

有別於平常（Carr, 2011）。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 Sternberg（1988）曾表示，個人的幸福感可       

做為創造性思維的結果。由此可知，主觀幸福感可被視為解釋創造力表現的一個重要變項

（Collins, 2006; McLellan et al., 2012; Tamannaeifar & Motaghedifard, 2014）。另外，也有研究關注

在文化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認為西方文化崇尚個人感受與自主導向，而東方文化則較重視   

社會規範與集體分享共融的價值，對於幸福的觀點，東、西方文化明顯有很大的差異（Ng, Ho, 

Wong, & Smith, 2003; Seo et al., 2014）。因此主觀幸福感可被視為一個重要的社會性指標，尤其

是在重視團體價值與意見的華人世界裡（Diener, 2000）。國內學者陸洛（1988）曾表示，對幸福

感的研究，已將其重點放在個體對生活滿意度的評估。而這樣的評估，有一部分便是來自對其

工作環境的感知。然而針對創造力發生的情境脈絡進行研究是由創新管理領域所帶動，但是在

心理與教育領域則較晚重視這個主題（Plucker & Renzulli, 1999）的情況下，因此本研究特將     

教保服務人員的主觀幸福感視為對組織的一種感知，並由此探討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因此，

本研究在教保服務人員組織層次上綜合討論主觀幸福感與創意表現之關係，進而提出本研究   

假設二： 

H2：教保服務人員之主觀幸福感對其創意教學表現具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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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Lewis 與 Elaver（2014）說明了個人創造力的表現是無法從個人層面或組織層面   

單一層次說明的，因為這些因素通常是鑲嵌在組織環境中的。魏美惠（2011）也曾從客觀的     

角度認為個人對幸福感的知覺體驗與滿意程度，仍受限於外在環境的影響。然而一個無法在    

工作上感受到幸福感的教師，如何帶給孩子積極正向快樂的人生觀，並協助孩子在困境中尋求

希望。因此，教師如果能樂在工作，將能突顯他對教育的熱忱與活力，而這種潛移默化的力量，

也將會無形地影響孩子，尤其在幼兒階段中，其影響力更是明顯（魏美惠，2011）。若根據互動

論(interactionist)的觀點觀之，個體行為乃是由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所交互決定（Fraser,1989; 

Schneider, 1990），也就是說環境的影響將會造成行為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初步認為，教保     

服務人員的主觀幸福感與其工作動機及創意教學表現之調節效果有關。若從這個觀點論述教保

服務人員的創意教學表現並非單獨地由個體因素或群體因素所影響，相反地乃是一種由個體   

因素與群體因素所相互作用下的產物。換言之，組織層次因素除了對教保服務人員之創意教學

表現有直接的影響外，它也會強化或削弱個體層次的工作動機與個體層次創意教學表現之間   

關係的強度與方向。因此，據此發展出本研究假設三： 

H3：教保服務人員之主觀幸福感會直接調節教保人員工作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間的關係。 

 

参、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透過階層線性模式跨層次分析個體層次之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動機對創意教學

表現的直接影響，以及組織層次之教保服務人員主觀幸福感對創意教學表現的直接影響與調節

效果，其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幼兒教保研究期刊 2016 第 16 期  9 
 

Level 2：組織層次 

Level 1：個體層次 

主觀幸福感 

工作動機 創意教 學表現 

圖 1 研究架構圖 

H1 

H2 

H3 

 

 

 

 

 

 

 

二、研究對象 

對於多層次分析而言，由於資料涉及跨層級的數據分析，因此在正式樣本規模的決定上    

略顯複雜（溫福星、邱皓政，2012），例如 Hox（2010）的 50/20 準則，以及 Snijders 與 Bosker

（2012）在研究個體層次之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時，曾提出總體層次組間樣本數愈大，總體

層次內各組樣本數愈小，則可以降低標準誤。但這些學者所提的準則並非放諸四海皆準，不過

綜觀這些學者的看法，對總體層次樣本數的要求是愈多愈好，主要在於高階估計法須要利用   

大規模的樣本，因此總體層次的樣本數在多層次分析中是比較重要的因素（溫福星、邱皓政，

2012）。由於縣市合併的關係，根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5）的最新資料顯示，目前高雄市     

私立幼兒園（不含非營利幼兒園）共有 469 家，符合了溫福星、邱皓政（2012）對總體層次       

樣本數為大規模的要求。因此，本研究以高雄市私立幼兒園為研究對象。另外，根據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2015）的統計資料顯示，103 學年度全市私立幼兒園之教保員及幼教師共有 3,147

人，依據張紹勳、張紹評（2000）樣本大小推估公式 n=Z2×p(1-p)/ε2，在假設樣本呈常態分配     

情況時（Z=1.96，p=0.5，ε=0.5）所需最少樣本數為 384 人。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方式進行，先以

電話拜訪各私立幼兒園園長或主任，說明研究目的及填答方式後，獲得願意接受本研究施測的

私立幼兒園共 135 間，樣本數共 450 人，最後扣除無效問卷後，實際研究樣本數為 395 人。 

 

三、研究工具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除了參考相關文獻之外，更綜合了國內外多位專家學者之

研究量表，因此有其必要委請相關之學者專家進行內容效度的檢驗，並進行問卷之預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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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創意教學表現調查問卷」除基本資料之內容外，共分三個部分，分別為「工作動機」

「主觀幸福感」及「創意教學表現」。本問卷初稿完成後，首先委請三位學者、五位幼教師及     

五位教保員進行內容效度與適切性的評估。其次，針對這十三位學者專家之意見，修改並編製

預試問卷，預試後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求取量表信、效度以及各構面的具體內涵，

形成正式問卷。最後進行正式施測，回收後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本研究問卷信、效度之

再確認。 

（一）工作動機量表 

由於本研究是以 Amabile（1996）的創造力理論為依據，推敲工作動機對教保服務人員    

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是故，本研究所使用的工作動機量表乃根據 Amabile 等人（1994）所     

發展之工作偏好量表（Work Preference Inventory, WPI）的內容，並參酌相關量表內容（邱皓政，

2000；郭奕龍、曾敬梅、吳武典，2011）所編製。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共抽取二個因素 16 題，

分別命名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3.82％。信度 Cronbach’s α 值，內在動機

為.87，外在動機為.89，總量表為.92。而正式樣本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卡方值為 1641.32，p < .05 

達顯著水準，RMSEA、GFI、AGFI、CFI、IFI 及 SRMR 分別為.08、.95、.92、.96、.97、.04，

組成信度內在動機為.82，外在動機為.83，結果顯示本量表的整體適配度尚佳。 

（二）主觀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乃根據 Keyes（2002, 2005）以及 Keyes 和 Waterman（2003）的觀點，將主觀      

幸福感歸納為由心理幸福感、社會幸福感及情緒幸福感等三個因素所構成，再參酌國內相關    

研究量表內容（陸洛，1998；余民寧、謝進昌、林士郁、陳柏霖、曾筱婕，2011）編製成教保

服務人員之主觀幸福感量表。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共抽取三個因素 20 題，分別命名為心理

幸福感、社會幸福感以及情緒幸福感，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7.98％。信度 Cronbach’s α 值部份，

則分別心理幸福感為.91、社會幸福感為.91 及情緒幸福感為.93，總量表為.96。而正式樣本經驗

證性因素分析後，卡方值為 1690.16，p < .05 達顯著水準，RMSEA、GFI、AGFI、CFI、IFI 及

SRMR 分別為.08、.92、.91、.92、.93、.07，而組成信度心理幸福感為.91、社會幸福感為.88 及

情緒幸福感為.85，結果顯示本量表的整體適配度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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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意教學表現量表 

本量表乃根據本研究對於創意教學表現的定義，參酌了 Csikszentmihalyi（1996）所提之論

點，認為教師所能施展個人創意教學的內容與範疇，大致可含括教學設計、教學技巧、教學     

實踐與班級經營等四個面向來發展，並參考相關研究量表（陳玉樹、胡夢鯨，2008；蕭佳純、

涂志賢，2012；鄭博真，2013）來發展，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共抽取 4 個因素 15 題，分別

命名為班級經營、教學技巧、教學實踐以及教學設計。本量表的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8.48％，    

信度 Cronbach’s α 值則分別為班級經營為.94、教學技巧為.93、教學實踐為.92 以及教學設計為.93，

總量表為.96。正式樣本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卡方值為 532.28，p < .05 達顯著水準，RMSEA、

GFI、AGFI、CFI、IFI 及 SRMR 分別為.05、.90、.91、.92、.92、.09，組成信度班級經營為.87、

教學技巧為.86、教學實踐為.86 以及教學設計為.83，顯示本量表的整體適配度尚佳。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階層線性模式對資料進行分析，階層線性模式是一種同時考量不同層次自變項對

個體層次依變項之影響所發展而來的統計分析方法（溫福星，2009）。此種分析方法有別於傳統

的迴歸分析，因傳統的迴歸分析方法是將個人層次與組織層次的變項置於單一迴歸模式中，   

此舉嚴重違背迴歸分析自變項獨立之假定（Luke, 2004）。另外，本研究之主觀幸福感乃屬於各

組成員在組織中所共享的組織特性變項，資料的收集來自於個別教保員及幼教師，所以在進行

跨層次分析之前，研究者必須先檢視變項之整合至群體層次變項的適當性，方可將個體層次的

資料彙總成群體特質。本研究以 James、Demaree 與 Wolf（1984）所提之 γwg 數值大於.70 作為

檢視資料整合之適當性的標準，經由計算後，本研究之主觀幸福感的 γwg 為.86，顯示主觀幸福

感資料具有組內一致性，即表示可作為組織層次變項。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為驗證本研究各假設，本研究藉由以下四個模式檢驗之，分別是虛無模式、隨機參數迴歸

模式、截距預測模式及斜率預測模式。具體而言，「虛無模式」主要用來檢視資料中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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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一致性及組間變異；「隨機參數迴歸模式」則用來檢視工作動機對創意教學表現的主要    

效果，及個人層次迴歸模式在不同的群體間斜率與截距是否不同；「截距預測模式」則用來檢測

主觀幸福感對創意教學表現的直接效果；「斜率預測模式」則用來檢測主觀幸福感對工作動機與

創意教學表現的調節效果。 

 

一、虛無模式 

本研究之虛無模式如下所示： 

Level 1：創意教學表現 ij=β0j+γij 

Level 2：β0j=γ00+μ0j 

在跨層次研究的分析過程中，必先檢視跨層次效果的存在，即依變項間的群間與群內變異

成份必須達顯著。因此，研究者首先以虛無模式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群間變異成份值為

0.04，達顯著水準（χ2 = 317.08，df = 134，p < .001），而組內變異成份值為 0.29，滿足階層線性

模式分析依變項的群間與群內變異成份必須存在的要求。再進一步計算組內相關係數【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1，ICC1=τ00 ／（τ00+σ2）】為 0.13，ICC1 反映在同一個組織之內隨

機選取的成對個別員工的相關性（Snijders & Bosker, 2012）。ICC1 代表的是依變項的總變異數

中可以被組與組之間差異所解釋的百分比，如果其值很大，則表示依變項存在著組間差異，    

也就是各組的平均數之間明顯不同，組或群的效果不可忽略。由以上可知，ICC1 值為 0.13，     

表示本研究創意教學表現有 13%的差異係由不同群體之間所造成的，且都達到顯著異於 0 的    

顯著水準，顯示創意教學存在於群內與群間差異，也就是說不同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的創意

教學表現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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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機參數迴歸模式 

本研究之隨機參數模式如下所示： 

Level 1：創意教學表現 ij=β0j+β1j (內在動機 ij)+β2j (外在動機 ij)+γij 

Level 2：β0j=γ00+μ0j 

            β1j=γ10+μ1j 

            β2j=γ20+μ2j 

隨機參數迴歸模式檢驗程序是，檢驗個體層次解釋變項（M）對於結果變項（Y）的解釋

是否具有統計意義，此時並不納入組織層次解釋變項，僅有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在上述方程式

中，γ10、γ20 分別代表個體層次的自變項與依變項關係的估計參數，若其達到顯著水準，則    

代表其與依變項之間有顯著的影響關係，即β1j與β2j則存在。由分析結果顯示，內在動機的γ

10為 0.33（SE = 0.15，t = 2.20，p < .05）、外在動機的γ20為 0.58（SE = 0.14，t = 4.14，p < .001），

皆達顯著水準。表示個人層次內之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對創意教學表現皆有正向的影響。     

換言之，本研究的假設 H1得到支持，亦即，工作動機（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會正向影響教保

服務人員的創意教學表現，此結果與 Amabile（1996）、陳玉樹、胡夢鯨（2008）、蕭佳純（2011a）

的結果相仿。 

除此之外，亦可藉由 τ00、τ11 及 τ22 的顯著性判斷個體層次之截距、斜率是否存在變異。      

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內在動機（M1）的斜率變異數 τ11及外在動機（M2）的斜率變異數 τ22皆達

顯著（τ11 = 0.12，p＜.05；τ22= 0.17，p＜.05），且截距的變異數 τ00為 0.02（χ2 = 174.68，p＜.01）

亦達顯著。由此結果表示，不同幼兒園間確實存在著截距變異的要求，所以教保服務人員之    

主觀幸福感對創意教學表現的系絡效果可能存在，是以須進行截距模式的檢定。此外，也因為

斜率變異數亦有變異存在，表示主觀幸福感對工作動機（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與創意教學    

表現之間可能存在調節脈絡效果，故須再進行斜率預測模式的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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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截距預測模式 

本研究之截距預測模式如下所示： 

 

Level 1：創意教學表現 ij=β0j+β1j (內在動機 ij)+β2j (外在動機 ij)+γij 

Level 2：β0j=γ00+γ01（主觀幸福感 j）+μ0j 

             β1j=γ10+μ1j 

             β2j=γ20+μ2j 

 

分析結果發現，γ01= 0.26（SE = 0.06，t = 4.33，p < .001），達顯著水準，顯示主觀幸福感

會直接影響教保員與幼教師的創意教學表現，故 H2 獲得支持。研究者再進一步檢視變異成份的

結果，想對應的變異成份值仍達顯著水準（χ2 = 178.40，df = 131，p < .01），表示截距項尚有     

其他個體層次的變項未被本研究所考量，後續研究可再進一步尋找可能的影響因素。故，      

本研究的假設 H2 得到支持，此與 Collins（2006）、McLellan 等人（2012）、Tamannaeifar 和 

Motaghedifard（2014）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仿。 

 

四、斜率預測模式 

本研究之斜率預測模式如下所示： 

Level 1：創意教學表現 ij=β0j+β1j (內在動機 ij)+β2j (外在動機 ij)+γij 

Level 2：β0j=γ00+γ01（主觀幸福感 j）+μ0j 

          β1j=γ10+γ11（主觀幸福感 j）+μ1j 

          β2j=γ20+γ21（主觀幸福感 j）+μ2j 

本研究發現，內在動機與主觀幸福感交互作用的係數達顯著水準(γ11＝0.23，SE =0.15，t 

=1.53，p < .05)；外在動機與主觀幸福感交互作用的係數亦達顯著水準(γ21＝0.33，SE =0.13，t =2.54，

p < .05)，表示層次二的教保服務人員的主觀幸福感在內在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間，以及外在動

機與創意教學表現間的關係中存在著調節效果(見圖 2、圖 3)。本研究依教保服務人員之主觀幸

福感的平均數分為高分組（高於全體受試者外在動機的平均數一個標準差以上）及低分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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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體受試者外在動機的平均數一個標準差以下），由圖 2（座標軸的刻度代表 5 點量表）觀之，

當教保服務人員知覺到組織層次「主觀幸福感」高時，「內在動機」會對創意教學表現     產

生較大的影響力，意即原本教學表現較為單調的教保服務人員，在組織層次主觀幸福感的    影

響與激勵之下，教學表現可能會趨向較多元活潑，其創意教學表現會有較大的進步。另外，如

圖 3 所示，教保服務人員知覺「主觀幸福感」若較高，「外在動機」對於創造教學表現亦能     產

生較大的正向影響力，也就是原本教保服務人員之外在動機較低的時候，若幼兒園能提供較多

的支持、獎勵或外在認同時，能夠改善其關係，進而促進創意教學表現的產生。 

 

 
內在動機 

圖 2 主觀幸福感在內在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間的調節效果 
 
 

 
外在動機 

圖 3 主觀幸福感在外在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間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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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內在動機的主要效果 

傳統心理學理論認為創造的動機來自於個體投入創意活動所獲得的樂趣及滿足感。這種將

創造力視為個體自發而生的論點，主要來自 Rogers（1954）、Maslow（1968）所持的論點。        

本研究結果顯示內在動機愈高的教保服務人員，其創意教學表現亦愈佳，因為選擇且熱衷於    

具有挑戰性、創新性的教學活動，可以提供他們發揮才能的機會，亦可使他們得到強烈的快感；

會讓具創意的教保服務人員感到興奮，進而思索如何解決突破問題，驅使他們投入創意教學   

活動之中。故內在動機對創意教學表現確實具有重要的預測力。此一結果呼應了林偉文（2002）、

陳玉樹與胡夢鯨（2008）、陳雪芳（2010）、蕭佳純（2011a、2011b）、Amabile（1993）、Csikszentmihalyi

（1996）、Sternberg 與 Lubart（1999）等學者的研究。 

（二）外在動機的主要效果 

在內外動機與創造力相關研究中，發現不同領域的創造力具不同的性質與內涵，且在創造

力過程中，內、外在動機的適用時機自然有所差異。而本研究利用幼兒園之現場場域所得的    

結果，發現外在動機亦會正向影響教保服務人員的創意教學表現，因為重視組織環境外部激勵    

因素的教保服務人員會著重自己的創意教學表現是否能得到別人的肯定及獎賞，在意主管、   

同儕及家長的看法，因而努力表現創意，積極實踐創新以便能得到這些外在的激勵。此結果    

呼應了黃淑嫆、莊麗珠（2008）、Amabile（1988）、Amabile 等人（1994）的研究發現。 

此外，學者似乎都支持內在動機比外在動機對創意行為有較高的預測力（Amabile, 1988; 

Amabile et al.,1994），本研究發現亦支持這個論點。 

（三）主觀幸福感的主要效果 

本研究的另一個主要效果為組織層級，探究主觀幸福感是否會影響幼兒園中之教保服務   

人員的創意教學表現。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園中之教保服務人員若知覺其所屬幼兒園的主觀    

幸福感愈高，則其創意教學表現亦會愈佳。此一結果呼應了 Collins（2006）、McLellan 等人（2012）、

Tamannaeifar 與 Motaghedifard, （2014）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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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觀幸福感的調節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幼兒園中教保服務人員對其幼兒園之主觀幸福感會調節內在動機與   

創意教學表現的關係，亦會調節外在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的關係。這和 Schneider（1987、1990）、

Woodman 與 Schoenfeldt（1990）、Woodman、Sawyer 與 Griffin（1993）所持互動論觀點，主張

影響組織成員之創造力表現，需同時考量個人的屬性及組織屬性之交互作用相符。易言之，    

影響教保服務人員創意教學表現的因素不只於個人或組織層級，更重要的是這些因素彼此間的

交互作用效果。本研究發現支持持互動論之學者的主張，這表示著組織層次與個人層次的變項

會有交互作用效果發生。因此，就本研究發現而言，教保服務人員知覺幼兒園之主觀幸福感    

會調節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 

 

二、理論的貢獻與反思 

如本研究在緒論部分所言，目前在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創意表現的研究中，並無研究同時

考量個體層次與組織層次，尤其本研究的策略與切入的角度，與過去研究有極大的不同。儘管

本研究引入的變項、分析方法與樣本並無類似研究可供對照，然研究者仍嘗試以客觀的觀點與

過去研究作一比較。 

首先，在個體層次的變項部分，本研究發現終身內在動機及外在動機對於教保服務人員之

創意教學表現皆產生直接影響效果，此與若干學者的研究結果相似。基於此，本研究再次確認

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間之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工作動機中以外在動機的   

影響力較大，而內在動機的影響力較低。基於心理學家對動機一詞之概念所作的理論性與系統

性的解釋來看，內在動機所引發的行為，其本身即是目的；反觀外在動機係由外在因素，       

如獎勵、懲罰、允諾、威脅、地位和榮譽的競爭等所引發，因此外在動機所引發的行為是為      

達到目的而採取手段。雖二者皆強調目的論，但教保服務人員若能認定創意教學表現是個人在

幼兒園教育工作上，值得去追求或去完成的重要或有價值的工作，並將其視為欲達到自我實現

的一種內在推動力量時，內在動機將會是引起不斷追求學習及創新的主要動力。若是如此，    

對幼兒在學習上的貢獻將有助益。 

其次，在組織層次變項方面，過去的研究主要將主觀幸福感視為影響結果變項的個人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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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但本研究將主觀幸福感視為一個組織層次的因素，且發現對於創意教學表現同樣具有   

直接的影響效果，這是與過去研究最為不同之處。過去在從事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多將其視為

個人因素，未能考慮不同的組織文化對個人有其不同的影響感受。究其原因，組織文化功能之

一，便是具有使組織成員從內心產生一種高昂情緒和發奮進取精神的效應，它能夠最大限度地

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意精神。根據研究指出，在重視團體價值與意見的華人世界裡（Diener, 

2000），主觀幸福感已可被視為一個很重要的社會性指標，也就是對個人對幸福感的評估，已將

其重點放在個體對對其工作環境感知的評估。基於此，若幼兒園能營造以人為中心的組織文化，

讓教保服務人員感到幸福的感覺，勢必能激發創意教學表現的行為。 

最後，也是本研究另一重要發現之處在於，本研究利用同時收集個體層次與組織層次的    

策略，透過較為精確的處理方式，窺探不同層次的效果。時至今日，跨層次分析逐漸在組織     

行為研究中受到學者重視（Hackman, 2003; Klein & Kozlowski, 2000）。而本研究提出跨層次實證

架構，同時探討個體因素（工作動機）與組織因素（主觀幸福感）對創意教學表現之直接影響

效果，並檢驗主觀幸福感在此跨層次中的交互作用。從實徵策略的角度來看，在幼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創意教學表現的研究領域中，本研究是少數同時考慮個體變項與組織變項的研究。    

透過 HLM 統計技術，本研究所得的結果有助於幼兒園經營者及教保服務人員進一步地了解創意

教學表現的相關影響因素之結構，亦可更加了解不同層次因素的影響性。 

 

三、對幼兒園實務的貢獻與反思 

相對於理論面的意涵，本研究的結論在實務上亦有其不可忽略的價值。擔任幼兒園之經營

與管理者，應從營造幸福感的工作環境的角度思考如何提升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動機與創意   

教學表現。根據研究顯示，快樂的心情可以強化靈活的思考能力以簡化解決問題的方法（Gasper, 

2003），積極的情緒也會拓展了個人的注意力，亦能意識到更廣泛的事物，使其在創意表現上   

有別於平常（Carr, 2011）。因此，幼兒園的主管若能營造幸福感的工作環境、提供充足的教學    

資源，並鼓勵教保服務人員提出新的教學觀念、分享教學經驗，這對他們將提高工作動機，並

在從事創意教學活動會有正向的激勵。 

因此，基於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我們建議幼兒園園長或經營管理者於內部管理時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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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組織層次的影響，除重新檢視並設計良善的績效考核制度及合理薪酬之外，最重要的是   

能夠讓教保服務人員獲得肯定及取得外在認可。其中績效考核應著重目標設定與技能發展    

考核，而非著重於招生績效的考核；薪酬部分因為是教保服務人員最感不滿意之處，因此本    

研究建議幼兒園園長或經營管理者需要適當調高教保服務人員的薪酬；長期以來教保工作一直

不受肯定與支持，若幼兒園園長或經營管理者能給予肯定及支持之外，亦能協助提升家長對   

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認同，勢必將會大大影響教保服務人員之幸福感受，進而影響工作動機及

教學表現。 

 

四、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將是首次將主觀幸福感視為影響創意教學表現的組織因素，其研究結果雖與相關   

學者的研究發現相符，但組織因素中不乏其他因素影響教保服務人員的創意教學表現，例如：

組織氣氛、組織文化等。而這些因素皆可能與個體產生交互作用後，影響其創意教學表現。故，

為能更全面性了解組織因素如何影響創意教學表現，建議後續之研究可採全面性之考量，將   

相關影響創意教學表現的組織因素納入，共同了解其互動關係。 

另外，本研究的研究場域是高雄市的私立幼兒園，而公立幼兒園之結果是否亦是如此呢？

不同的組織類型及其相關因素的差異，例如：薪資福利、行政支持等，皆可能使其研究結果     

產生差異。建議未來之研究，可比較公私立幼兒園中教保服務人員的主觀幸福感之差異對創意

教學表現的影響。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多是參考國外學者所研擬的內容再予以編製，然而不同的國度    

文化，其研究工具亦將有所差異。只是，這樣的研究工具，國內目前是缺乏的，包括不同的      

對象、場域等。此外，有關動機與創造力的研究，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議題。例如：動機在       

創造過程不同階段可能發揮什麼作用？從組織觀點而言，構成主觀幸福感的概念應包括那些   

內涵？迄今仍無研究討這些議題。因此，建議後續研究亦可針對相關研究工具或構成主觀幸福

感的因素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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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uos studies on the teaching performance of the creative instruction mostly used a single level of 

analyses,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analyses. However, given that individuals 

belong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the data have a mosaic of features, which would run counter to the 

sample independence assump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multi-level design, taking into 

account organizational- level factors (SWB) and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task motiv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preschool educator’ creative instruction performance. This study used 

the purposive sampling, collecting a total of 395 samples from 135 private kindergartens. Using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for data analyses, we found that both the task motivation and SWB had 

positive impacts on creative instruc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e cross-level moderating effects of 

SWB on the task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were found.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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